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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地貌学研究动态：地貌学和生态系统生态学的交
叉融合

王白雪１，２，程维明１，２，３，４，∗，宋珂钰１，２，李　 浩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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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态地貌学作为一个“新兴”的跨学科的概念，受到地貌学家、生态学家及政策制定者的日益关注。 地貌在控制许多生态

系统过程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而生态系统又可以对许多地貌形态和地貌过程产生深远的影响。 过去几十年，在地貌学和生态

系统生态学的交叉点上开展了大量的研究。 通过梳理地貌学和生态系统生态学相似的发展历程，讨论了两个学科相结合的必

要性；归纳了两者相结合的研究现状；总结了两个学科融合研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未来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地貌过程与生

态过程相互作用的研究，并将生态地貌学与现行生态保护与生态修复建设及相关政策有机结合，促进生态地貌学的有序和可持

续发展。 正确认识地球的地貌形态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拓展地貌学与生态系统生态学的研究尺度，促进学科体系发

展；深入研究生态地貌学，对于维持生态平衡，保护生态多样性及增强未来对生态系统的管理和恢复都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地貌学；生态系统生态学；跨学科；生态地貌学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ｅｃｏ⁃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ＷＡＮＧ Ｂａｉｘｕｅ１，２， ＣＨＥＮＧ Ｗｅｉｍｉｎｇ１，２，３，４，∗， ＳＯＮＧ Ｋｅｙｕ１，２， ＬＩ Ｈａｏ１，２

１ Ｓｔａｔｅ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１０１， Ｃｈｉｎａ

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４９， Ｃｈｉｎａ

３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Ｎａｎｊｉｎｇ ２１００２３， Ｃｈｉｎａ

４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Ｎａｎｊｉｎｇ ２１００９３，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ｓ ａｎ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ｈａｓ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ｓｔ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ｓｔ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ｅｒｓ． 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ｐｌａｙｓ ａ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ｒｏｌｅ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ｍａｎｙ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ｉｎ ｔｕｒ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ｃａｎ ｈａｖｅ ａ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ｍａｎｙ 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ｉｃ ｆ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ｆｅｗ ｄｅｃａｄｅｓ， ａ ｌｏｔ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ｏｆ 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Ｂｙ ｃｏｍｂ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ｔｈｅ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ｗｏ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ａｌｓｏ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 ｔｈｅ ｉｓｓｕｅｓ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ｉｎｔｅｄ ｏｕｔ ｔｈａｔ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ｉｃ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Ｉ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ｌｓｏ ｏｒｇａｎｉｃａｌｌｙ
ｃｏｍｂｉｎ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ｏｒｄｅｒｌｙ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Ａ ｃｏｒｒｅｃｔ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 ｗｉｌｌ ｈｅｌｐ ｔｏ ｅｘｐ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ｃａｌｅ ｏｆ 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ｄｅｐｔｈ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ｉｓ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ｆｕｔｕｒ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ｉｔｙ；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从 ２０ 世纪末开始，由于人类经济活动的飞速发展，人类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也日渐突出，生态问题受到

全人类的共同关注。 近些年，我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和“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绿色发展理念，
已成为流行词汇，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更是被写入了十九大报告中，建设“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生态

文明世界强国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也是实现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协同演进的重要前提。 因此，
建立稳定可持续的以地貌形态实体为对象，以生态系统为核心的生态地貌综合实体，即开展生态地貌学研究，
是保障人类生存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协调发展，实现国家生态文明战略的基础［１］。

２００５ 年在美国宾汉姆顿举行的以地貌和生态系统为主题的讨论会上，对地貌学和生态系统生态学进行

了回顾，确定了生态系统生态学和地貌学的结合是能够推动未来研究的关键问题之一，研究生态地貌将有效

增强未来对生态系统的管理和恢复。 因此，提出了一个生态地貌学的定义：生态地貌学是研究任一级别的地

貌系统与人类生态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即研究与人类生存和活动环境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的结果［２］，也
就是说，生态地貌学是将依附于地表的自然实体与人文实体作为研究对象，从而研究生态与地貌关系的科

学［１］，所以开展生态地貌综合研究实属必要。 但是，受学科发展关注度差异的影响，我国地貌学研究一直注

重地貌形态类型与成因，区域地貌与地貌区划［３］ 及地貌灾害与防治等。 生态环境研究则一直注重生态类型

与生态群落，生态系统与生态功能，脆弱生态与生态恢复等方面［４］。 对生态与地貌依存关系、地貌对生态制

衡关系的研究则很少，研究成果不丰。
地貌学和生态系统生态学两门学科之间有着明显的独立性和相似性，但将两个学科进行衔接时，往往因

学科间研究方法、优先级、衡量标准等方面的不同而无法进行完整融合［５］。 为了深入了解和解决学科之间的

关键接口，本文概述了地貌学和生态系统生态学的发展历程，总结了两个学科发展的相似性，简要介绍了两个

学科耦合研究的科学背景和进展及目前相关的研究热点。 然后，对两个学科间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并在总

结的基础上对学科未来进行展望，以期提高人们对生态与地貌相结合的认知，提升对生态地貌学研究的重视。

１　 地貌学与生态系统生态学结合的必要性

１．１　 两个学科发展的相似性

地貌学是研究地表形态的科学，如果将 Ｗ．Ｍ．Ｄｖａｉｓ 发表“地貌轮迥”和 Ａ．Ｗｅｇｅｎｅｒ 发表“大陆漂移学说”
作为地貌学的开始，地貌学至今已有百年历史［６］。 地球表面的起伏形态称为地貌，在地理学中也叫地形，地
形和地貌为同义词，研究地表形态的科学统称为地貌学，又称地形学［７］。 地貌学主要研究地球表面的形成，
以及如何随时间和空间发生变化。 地貌学作为一门科学，在 ２０ 世纪早期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以自然地理学

家对景观形态的描述为主要范式主导的。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地理学家和地质学家开始广泛的野外活动，通过

深入观察形成了对景观的深入洞察，景观形式开始被量化，地貌学开始朝着定量化的方向发展［８—９］。 随着来

自世界各地区定量数据的积累，地貌学家开始探索地貌的分类，并按照地貌形态的空间规模差异，把地貌形态

分为若干个不同的空间单元［１０］：星体地貌形态、巨地貌形态、大地貌形态、中地貌形态、小地貌形态、微地貌形

态。 目前关于地貌的研究多集中于中地貌形态单元，如平原、丘陵、山地。 中地貌形态单元由不同的小地貌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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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单元构成，而小地貌形态单元本身又由多个微地貌形态单元构成，这些微地貌形态单元通过坡度角与相邻

单元彼此区分，每一个单元都有其自身的地表特征。 日本地质学家对中等尺度地貌形态单元开展了一系列开

创性的工作［１１—１３］，其研究从最初的单一尺度发展为多尺度，分类单元也不断归并，最终将中地貌形态单元细

化为由坡顶和坡面构成的小尺度地貌形态单元。 一些生态学家在此基础上结合野外调查，从有利于植被研究

应用的角度把微地貌形态的分类也列入了研究范畴，并对原有的分类体系进行修改［１４］，最终形成了表 １ 所示

的地貌单元分类体系。 ２０ 世纪后期，工程学科的发展为地貌形态相关的动态过程提供了量化工具和预测模

型，特别是工程学带来的物理尺度模型的建模实验范例，如水槽、土壤侵蚀等，使地貌学引入了一种非常稳健

的建模视角，带来了一系列特定景观过程的数值模型的发展，如在坡面侵蚀、化学剥蚀、风沙输移、河流作用等

过程方面也展开了广泛的研究［１５—１８］。 近年来，地貌学通过遥感（ＲＳ）和地理信息系统（ＧＩＳ）扩展了研究的空

间尺度，以更全面地理解景观形态和过程的外部驱动因素，如气候－景观耦合［１９］。 随着数值模型逐渐应用于

大空间尺度，地貌学家开始在整个大陆甚至其他行星的尺度上探索景观过程［２０］。 此外，综合其他学科（如大

气科学）也促进了地貌学在探索系统之间复杂性和反馈机制方面的发展，如气候驱动景观变化，景观变化反

过来影响随后的气候模式［２１］。 从提供信息和与其他学科广泛结合的角度来看，过去的研究已经证明地貌学

是一门非常灵活和综合的学科［２２］。 因此，地貌学的研究根源和历史为探索地貌的空间差异性、地貌变化的时

间尺度及地貌变化的实际物理过程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经验。

表 １　 地貌单元分类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ｉｃ ｕｎｉｔ

微地貌形态单元
Ｍｉｃｒｏ⁃ｓｃａｌｅ 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ｉｃ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ｕｎｉｔｓ

亚小尺度地貌形态单元
Ｓｕｂｄｅｔａｉｌｅｄ⁃ｓｃａｌｅ 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ｉｃ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ｕｎｉｔｓ

小尺度地貌形态单元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ｓｃａｌｅ 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ｉｃ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ｕｎｉｔｓ

顶部平坦面 Ｃｒｅｓｔ ｆｌａｔ
顶坡 Ｃｒｅｓｔ ｓｌｏｐｅ 顶坡

上部边坡 Ｕｐｐｅｒ ｓｉｄｅ ｓｌｏｐｅ
上部凹坡 Ｕｐｐｅｒ ｃｏｎｃａｖｅ ｓｉｄｅ ｓｌｏｐｅ 上部边坡 坡面

谷头坡 Ｖａｌｌｅｙ ｈｅａｄ ｓｌｏｐｅ （谷头急坡 Ｈｅａｄｍｏｓｔ ｗａｌｌ）
谷头凹地 Ｈｅａｄ ｈｏｌｌｏｗ （谷头平底 Ｈｅａｄ ｈｏｌｌｏｗ ｆｌｏｏｒ） 谷头

下部边坡 Ｌｏｗｅｒ ｓｉｄｅ ｓｌｏｐｅ （溪岸急坡 Ｓｔｒｅａｍｓｉｄｅ ｓｔｅｅｐ ｓｌｏｐｅ）
下部凹边坡 Ｌｏｗｅｒ ｃｏｎｃａｖｅ ｓｉｄｅ ｓｌｏｐｅ 下部边坡

麓坡 Ｆｏｏｔ ｓｌｏｐｅ
小段阶地 Ｓｍａｌｌ ｔｅｒｒａｃｅ 山麓或麓坡

谷底面 Ｂｏｔｔｏｍｌａｎｄ
水路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ｗａｙ 谷底

１９３５ 年，英国生态学家 Ｔａｎｓｌｅｙ 提出了生态系统（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的概念，并指出生态系统是由各个环境因子

综合作用的表现。 传统上生态系统生态学关注两方面，第一是有机体之间的动力关系，如种群内部关系、种群

与群落之间的关系；第二是有机体与整个生态系统之间物理、化学及生物动力学之间作用强度的划分。 对于

前者，环境是研究生物现象（如种群增长、竞争、捕食等）的背景或外部驱动因素；在后者中，更侧重于生物与

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 ２０ 世纪早期和中期，与前期的地貌学相似，生态系统生态学也是以描述性和实地

勘察为主导。 在随后的几十年里，生态系统生态学朝着以理论为基础的群落视角发展，试图理解群落结构中

的时空格局。 最近，生态系统生态学在理论和模型研究及复杂的相互作用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２３］。 但

目前生态学家研究和辩论的主题多集中在物种组成对生态系统功能的影响强度和影响性质上［２４—２６］，而对于

生态系统和其所依赖的地貌形态之间关系的研究则很少。 与地貌学一样，生态系统生态学在空间和时间尺度

上的研究急剧增加：ＲＳ 和 ＧＩＳ 技术促进了地貌学中景观演化的研究，而同样的技术也促进了生态系统生态学

的平行发展。
从地貌学和生态系统生态学的发展进程来看，两个学科在相似的时空尺度上都经历了从最初以描述和实

地考察为主导的阶段，到后期积累了大量实证数据后的基于过程模型的定量研究及与其他学科相结合的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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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再到近期 ＲＳ 和 ＧＩＳ 技术的发展对两个学科空间尺度发展的共同促进阶段，最终到达当前需要两个学科

相互融合的阶段。 从两个学科的发展历程来看，地貌学和生态系统生态学是平行发展的，两个学科之间有着

明显的相似性。 因此，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深入生态系统与地貌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探明两者之间的作用关

系和响应机制成为科学研究的重点方向。
１．２　 环境的变化

人类通过农业发展、引进外来物种和改变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等方式，极大地改变了地球上的生态系

统［２７—２８］，如加速的土壤侵蚀和人为随意更改的河流活动等地貌过程，是造成生产性地表土流失、地表裸露、水
质退化等环境问题的重要原因。 尽管人们对导致生态系统变化的许多过程已经有了很成熟的认知，但最近越

来越多的科学进展表明，生态系统的变化是由生物和非生物过程的共同作用及地貌系统和生态系统之间反馈

过程共同驱动的［１９］。 然而，目前人们对这两个系统之间耦合效应的细节却知之甚少［２３］。 因此，随着环境压

力的增加，生态环境系统管理方面的需求日益明显，为了解决环境问题，需要一种综合考虑环境系统的物理、
化学和生物组成的全面的、多学科整合、跨学科的方法。 然而，学科整合充满了挑战，跨学科方法也可能会降

低解决环境问题的有效性。 赵设等人编译的书籍［２９］ 指出跨学科方法会出现三种负面结果：不同学科交叉处

出现理解上的偏差；不同学科侧重于各自特定的规模或组织级别；随着各个学科子学科的发展，它们会延展出

新的观点、假设、定义、词汇和方法。 这些结果通常会阻碍将学科整合到对环境系统的单一应用和理解中，因
为跨学科成果的尝试会受到组合学科各自所熟悉的范式支配。 成功的跨学科科学需要“将两个或多个理解

领域明确地结合到一个单一的概念⁃经验结构中” ［２９］。 学科整合可以是相加的，也可以是抽取各学科的部分

内容进行结合。 “相加整合”是将两个或多个领域尽可能完整地结合成一个新的复合理解领域。 “抽取部分

整合”则是将从两个或多个领域提取的内容组合在一起以产生新的理解领域。 具体选用哪种整合方式则取

决于具体要解决的环境问题的性质和涉及学科的知识状况。
１．３　 环境面临的新问题

许多地貌学和生态系统生态学交叉点上的最新进展，出现了一些目前无法理解的新兴问题，因而需要结

合不同的学科背景，采用跨学科的方法对问题进行识别和研究，并提出解决方案。 这与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ｕｎｃｉｌ）提出的环境方面的重大挑战：“科学家现在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那些明确需要

跨学科研究的问题”相符合［３０］。 因此，为了解决新出现的问题，在与环境相关的各个学科内部，学科边界开始

模糊化。 地貌学与生态系统生态学的结合就是为了解决环境面临新挑战而跨学科组合中的代表。
从根源上理解这些新出现的环境相关的问题并提出恢复策略的核心是理解生物和非生物过程的耦

合［３１—３２］。 最近的研究开始强调自然景观或地貌学在生态过程中的潜在作用［３３—３４］。 尽管地貌与生物种群和

群落之间联系的相关研究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但关于栖息地物理异质性及其变化如何影响生态系统过程的

探索才刚起步［３５—３９］。 因此，继续开展地貌学和群落生态学领域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地貌学和整

个生态系统生态学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未来这一研究领域，很大程度上能揭示出地貌和生态系统之间的相

互作用与反馈机制及与阈值有关的根本性问题［４０］。 对交叉领域研究的探索能引发未来数十年的全新研究和

认知。

２　 地貌学与生态系统生态学相结合研究现状

２．１　 地貌学与生态系统生态学之间的联系

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地貌在控制许多生态系统过程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 反过来，生态系统又对

许多地貌形态和地貌过程产生深远的影响［５］。 Ｔｈｏｍｓ 和 Ｐａｒｓｏｎｓ［４１］ 提出了河流生态系统跨学科研究的框架，
这一框架将生态系统生态学、水文学和地貌学进行整合，并且已经成功应用于旱地河流系统中水环境的分配。
２００８ 年地球科学青年研究者会议（ＭＹＲＥＳ ＩＩＩ）强调了生命及其与景观的动态相互作用［４２］，引起人们对生态

地貌学的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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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学者编制的地貌评价图可对区域地貌形态和地貌动力特点进行等级评价，并将地形作为可利用的

资源加以评价，如地形的切割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生态系统其他要素的空间⁃动力结构以及经济活动和

自然条件的利用类型；区域的地貌差异程度决定了区域的稳定性和自然、社会⁃经济等变化的适应程度，即决

定了生态稳定性。 然而，现有的地貌差异程度的评价方法只能用作确定地貌类型和空间⁃动力非均一性程度

的原始方法［４］。 所以，需要更多评价地貌差异程度的指标和方法，于是结合地貌上生态差异进行地貌的差异

研究成为一个重要的角度。
从生态系统的地貌学角度来看，生态系统生态学提供了生态过程“基于地点”和“基于时间”的观点，对景

观如何随时间和空间变化进行预测。 因此，如果一个生态过程是一个特定景观特征的函数，则地貌学视角可

以提供有关该生态过程如何在空间和时间上系统变化的信息，并可以利用现有的基于动态过程的地貌学模型

对这些变化进行定性或定量预测。 如河流研究中这类相互作用的一个案例：在河道网水力几何形状的基本地

貌形态上，如何允许在河流生态学中创建河流连续体概念［１２，４３］。 另一个例子是 Ｇｕｒｎｅｌｌ 等人［４４］通过简单的定

性描述和定量化地貌过程（沉积物运动）提高了对植被碎片和繁殖体通过河网运动的理解。 在更大的空间尺

度上，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等人［３４］结合河漫滩地貌和水文学研究了河漫滩地貌对河漫滩生物多样性的物理控制。 在广

泛的空间和时间尺度上，ＭｃＴａｉｎｓｈ 和 Ｓｔｒｏｎｇ［４５］展示了风蚀作用是如何影响较远处的生态系统中施肥过程的。
因此，广泛分布的生态系统可以通过地貌过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另一方面，生态系统生态学视角有助于为地貌学家在适当的时空尺度上对嵌套的生态过程和过程动态

（如种群动态）提供更全面的看法。 将植被和地貌联系起来仍然是理解这些耦合系统的核心，这种联系有助

于理解地貌过程（如陡峭地形中的斜坡过程）和与人类改造相关的侵蚀模式，以及非线性景观响应的关键问

题［３４］。 Ｆｉｓｈｅｒ 等人［３７］根据对干旱河流的研究提出了生物地球化学过程是否可能影响地貌形态的问题，而
Ｗａｔｔｅｒｓ 和 Ｓｔａｎｌｅｙ［４６］ 对泥炭地河道的初步观察结果则为这种联系提供了一些可能。 此外，ＭｃＫｎｉｇｈｔ 等人［３８］

对南极干燥河道的研究表明，在干燥河道中微生物垫以隐藏状态保存了 ２０ 多年，这一研究说明在这些异常甚

至极端的环境中，生物与环境的过程交互问题可能会更加清晰。
２．２　 地貌学与生态系统生态学的交叉研究

１９８９ 年，在德国召开的第二届国际地貌学会上提出了“生态地貌学”一词［６］，这一概念的出现，不仅意味

着需要开展生态地貌学研究，还表明这是一个新的科学方向。 地貌作为生态因子，它对全球的生态环境至少

有下列三点影响：一是生态环境的地带性（包括水平地带性和垂直地带性）主要受到地貌的支配；二是生物区

系的形成和发展受到地貌发育史的支配（从大陆漂移和板块学说就可以说明这一点）；三是生物体（包括生物

遗体和生物排泄物）常常是地貌的物质基础，例如珊瑚岛礁和沿海贝壳［６］。 刘吉成［４７］摘译 д．Ａ． ＴＨмофеев 的

著作撰写的浅谈生态地貌学，将生态地貌学定义为：“研究任一级别的地貌系统与人类生态系统（即人类生态

活动环境）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的结果”，并指出在时空非均一性原则的基础上“分析地貌系统的状况及其在

各种自然和人为作用影响下所发生的变化”和“分析生态系统的状况并预测其由于地貌系统中某种状况或变

化（变化趋势）而造成的后果”是进行综合性生态地貌研究的主要任务。
过去几十年里，在地貌学和生态系统生态学的交叉研究上开展了大量的工作。 从其目的来看，生态地貌

学属于应用地貌学［４］，如针对区域生态问题，前苏联学者开展了区域性的生态地貌研究；为了解决区域规划

问题，匈牙利在应用地貌方面进行了研究，并将这一生态地貌研究方向称作“环境地貌学”，环境地貌学被用

来解决全球、区域和局部规模的空间组成和合理利用自然条件的问题；瑞士学者编制了加德满都地区 １：
１００００ 的生态地貌图系等。 综上所述，生态地貌学是在地貌学理论和应用地貌学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且与构造地貌学、气候地貌学和人为地貌学都存在一定联系。 因此，地貌系统与人类生存活动环境的相互联

系，就是生态地貌学的研究对象，即生态地貌学是将依附于地表的自然实体与人文实体作为研究对象，从而研

究生态与地貌关系的科学［１］。
因为生态系统和地貌系统本身就是两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将两者直接进行综合性的融合存在很大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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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目前与生态地貌学相关的研究多集中在分别以植被和地形因子为代表的生态系统和地貌系统上。 植被

和地貌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研究可以追溯到科学史上，植被作为生态系统中的主要研究对象，从植被空间格

局、生长状况、多样性等方面与地貌的定量因子相结合，探究地貌与生态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反馈机制。 一方

面，植物学家和景观生态学家研究了山坡特征、过程和土壤对植被结构、组成和动态的影响。 重点研究了地形

（海拔、坡度、坡向）、土壤因素、岩石类型和地貌扰动（质量运动、雪崩、地表侵蚀）的影响［１１］。 研究普遍认为

生物群落的组织是驱动景观形成的物理过程的结果［４２］，以现代地貌研究中相对较新的高山植被的主要地貌

功能为例，如表 ２。

表 ２　 高山植被创造的主要地貌功能

Ｔａｂｌｅ ２　 Ｋｅｙ 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ｉｃ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ｂｙ ａｌｐｉｎｅ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过程 Ｐｒｏｃｅｓｓ 文献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通过截留损失和蒸腾作用改变土壤水分，控制质量运动
Ｍｏｄｉｆｙｉｎｇ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ｍａｓｓ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ｌｏｓ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４８—４９］

叶子和凋落物拦截雨滴，驱散侵蚀能量
Ｌｅａｖｅｓ ａｎｄ ｌｉｔ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 ｒａｉｎｄｒｏｐ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ｓｉｐａｔｅ ｅｒｏｓｉｏｎ ｅｎｅｒｇｙ ［５０—５３］

土壤中的有机质增加了水分的蓄积、入渗和渗透，从而促进植被生长，抑制侵蚀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ｉｌ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ｗａｔｅｒ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ｉｎｈｉｂｉｔｓ ｅｒｏｓｉｏｎ

［８］

根系结合土壤，防止地表侵蚀和浅层物质运动
Ｒｏｏｔｓ ｂｉｎｄ ｔｏ ｔｈｅ ｓｏｉｌ，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ｅｒｏ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ｈａｌｌｏｗ ｍａｓｓ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５４—５７］

地上生物量在地表形成微地形，影响地表径流；
剖面方向的粗糙度（上坡⁃下坡）减缓了地表水流；
沿等高线的粗糙度将片流集中成细沟，细沟流入沟壑
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ｆｏｒｍｓ ｍｉｃｒｏ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 ｔｈａｔ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ｒｕｎｏｆｆ；
Ｒｏｕｇｈｎｅｓｓ ｏｆ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ｕｐｓｌｏｐｅ⁃ｄｏｗｎｓｌｏｐｅ） ｓｌｏｗｓ ｄｏｗ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ｒｕｎｏｆｆ；
Ｒｏｕｇｈｎｅｓｓ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ｏｕｒ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ｓ ｓｈｅｅｔｆｌｏｗ ｉｎｔｏ ｒｉｌｌｆｌｏｗ， ｒｉｌｌｓ ｉｎｔｏ ｇｕｌｌｉｅｓ

［５８—６１］

地上生物量对地表水流产生水力粗糙度
Ａｂｏｖｅｇｒｏｕ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ｃｒｅａｔｅｓ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ｒｏｕｇｈｎｅｓ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ｒｕｎｏｆｆ． ［５９， ６２］

树木砍伐使土壤暴露，容易被侵蚀
Ｔｒｅｅｆａｌｌ ｅｘｐｏｓｅｓ ｓｏｉｌ ｆｏｒ ｅｒｏｓｉｏｎ ［１０］

图 １　 生态系统对地貌扰动潜在的响应［１１］

Ｆｉｇ．１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ｔｏ 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ｉｃ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ｓ

Ａ： 表示生态系统调整为新的动态平衡；Ｂ： 表示生态系统经历了对扰动的初始响应，最终达到新的平衡状态；Ｃ： 表示生态系统本身具有较

大的弹性，所以对地貌扰动基本不响应

另一方面，地貌学家将植被视为一个独立静态的自变量，在有限的时空尺度上影响地貌和沉积物的演

替［５］。 然而，要理解植被和地貌之间的共同进化过程，关键是要理解时间、干扰和反馈的作用，这些作用将植

被和地貌联系起来，探究两者之间的双向相互作用。 各种响应如图 １ 所示，尽管该图描述的是山坡侵蚀对植

９３３４　 １１ 期 　 　 　 王白雪　 等：生态地貌学研究动态：地貌学和生态系统生态学的交叉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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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扰动的响应［１１］，但可以用它来概念化生态系统对地貌扰动（如大规模地质运动等）的响应，大致可分为三

种情况：Ａ 表示生态系统调整为新的动态平衡；Ｂ 表示生态系统经历了对扰动的初始响应，最终达到新的平衡

状态；Ｃ 表示生态系统本身具有较大的弹性，所以对地貌扰动基本不响应。
Ｃｏｌｌｉｎｓ 等人［６３—６５］的研究成果对这一研究方向提供了新的全面概述。 但由于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混杂了

各种因素（时空尺度、位置、收敛性、发散性、非线性、阈值、反馈），所以很难建立因果关系，因此研究往往集中

在因素相对较少的精细尺度上。 但这又带来一个新的问题，如何将精细尺度上的应用模型转化为更大尺度。
在大范围内，特别是以预测建模为目标的研究，如何增加概念和模型的通用性及如何减少要考虑的变量和因

素的数量成为未来一大挑战。
尽管如此，地貌学与生态系统生态学的集成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因为在这两个学科的研究进程中，它们

更倾向于相对孤立地进行研究，只是在需要的时候有选择性地从另一门学科中挑选必要的信息和理论

片段［５］。

　 图 ２　 使用“植被、地貌和生态系统”在 ＧｅｏＲｅｆ 和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上搜索的相关文章、书籍和报告的数量

Ｆｉｇ．２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ｒｅｆｅｒｅｅｄ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ｂｏｏｋｓ， ａｎｄ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ｃｉｔｅｄ ｉｎ

ＧｅｏＲｅｆ ａｎｄ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ｒ １０⁃ｙｅａｒ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ｕｓｉｎｇ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２．３　 地貌学与生态系统生态学相关的热点研究

生态过程和地貌过程密切相关，植被作为生态系统

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看作是狭义的生态系统［６６］。 最

近关于两个学科的研究聚焦于植被和地貌的双向相互

作用上（图 ２），在 ＧｅｏＲｅｆ 和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数据库中用

关键词“植被、地貌、生态系统” 进行搜索，共识别出

３３４５ 条英文或有英文翻译的目录。 约 ７５％的文章发表

于 ２０００ 年以后，说明该主题的学术研究显著增长。 研

究地貌与植被格局之间的规律、挖掘地貌与植被之间的

作用机制，对于理解地貌过程和生态过程的演化和发

展、理解生态与地貌之间耦合作用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地貌通过直接和间接作用影响植被分布格局。 在

全球尺度或区域尺度上，地带性气候条件是影响植被类

型和分布的主导因素，地形则作为重要的非地带性因

子，在较小的尺度上（如景观尺度），则正好相反，地形

成为重要的地带性因子［６７］。 无论尺度大小，地形都通过地貌形态变化控制着生物因子和非生物因子［６８—７１］，
从而直接或间接影响植被、物种、土壤等生态因子的分布格局和特性［７２—７８］。 直接影响通过崩塌、搬运、堆积等

地貌过程对植被产生干扰作用，间接影响表现为在地形起伏较大及降水丰富的山地或丘陵地区，降水的能量

会侵蚀地表，被侵蚀的地表对植被的格局和动态过程产生影响［７９］，即间接影响是通过坡度、坡向、海拔、坡位

等地形因子的变化改变太阳辐射、光照、土壤水分和营养成分等因素的空间再分配，从而引起小区域环境的变

化，造成局部小气候，影响植被分布［７２，８０—８３］和物种多样性［８４—９２］等特征，成为影响植被的重要因素之一［９３—９６］。
地貌特征的差异导致了异质性的生境，而异质性的生态条件又对地貌起到反馈作用，因此，地貌和生态是为生

物群落提供生境多样性的决定因素，不同的地貌特征和生态因子会带来不同种类和分布格局的植被，且地貌

和生态的异质性越高，物种和分布格局的多样性也越高。
Ｓｃｈｕｍｍ 和 Ｌｉｃｈｔｙ［９７］的文章概述了植被的影响如何随时间尺度变化，他们将植被视为“循环（或地质）时

间”（数千至数百万年）上的因变量，同时视为“梯度（或现代）时间”（数百至数千年）和“稳态（或现在）时间”
（一年或更短）上的自变量。 在周期性的时间内，植被受海拔、母体材质、坡度角和坡向的控制，但植被的斑块

性还依赖于较短时间尺度上发生的地貌干扰［９８］。 Ｈａｃｋ 和 Ｇｏｏｄｌｅｔｔ［９９］在对山区的地貌和森林生态系统的研究

中给予了植被和地貌同样的重视，形成了地貌和植被 （以及水文） 相互作用研究的基准。 ４０ 年后

Ｏｓｔｅｒｋａｍｐ［１００］重访了 Ｈａｃｋ 和 Ｇｏｏｄｌｅｔｔ 的研究地点，发现地形位置、水分状况和主要森林类型之间的关系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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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 Ｋｎｏｘ［１０１］阐述了威斯康辛州西南部植被对气候突变的响应，以及随后对山坡侵蚀和沉积物产量的响

应，强调了阈值和响应时间（反应时间＋松弛时间）在理解流域尺度上植被⁃地貌联系中的作用，他的研究证明

了流域可以以多种方式对流域中的扰动作出反应。 气候、植被和地貌响应之间的非线性和复杂的联系为使用

模型重建环境变化带来了挑战。
地貌特征受火灾、洪水、干旱、风和放牧等因素引起的非地貌扰动的频率和空间格局的制约［９８］。 关于植

被扰动对山坡侵蚀的影响，如野火、放牧、农田、森林砍伐和造林、城市化、开垦等方面已有丰富的文

献［１０２—１０７］。 反过来，生态系统的过程和模式也受地貌过程的直接干扰（如雪崩等）。 Ｒｅｉｃｅ 等人［１０８］ 指出：“生
物群落总是在从上次的干扰中恢复。 扰动和异质性，产生了生物多样性。”地貌扰动形成斑块［１０９—１１０］ 和廊

道［１１１］，也为景观的改变和异质性创造了机会，从而促进了更大的多样性。 Ｇｅｅｒｔｓｅｍａ 和 Ｐｏｊａｒ［１１２］ 总结了大规

模运动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说明了由大规模运动形成的中尺度地貌（如悬崖、山丘）增加了景观的复杂性。
Ｓｃｈｕｍｍ 等人［９７］研究了地貌对引起地貌变化事件的敏感性。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１１３］ 提出了地貌干扰和植被响应潜在相

互作用的观点，并提出通过计算一个特定生态系统或植物群落的地形和植被的瞬时形态比率，或许能识别出

植被与地貌变化的相互依赖性，并以此来确定生态系统和地貌系统相互交织的复原力。 Ｓｉｄｌｅ 等人［１１４—１１５］ 则

对植被如何影响斜坡稳定性进行了总结。 专注于俄勒冈州海岸地区景观演变中植被⁃地貌联系的机械模型的

研究人员 Ｒｏｅｒｉｎｇ 等［１１６—１１７］ 建立了一个联系生物⁃地貌耦合迁移的物理方程。 Ｃｏｌｌｉｎｓ［６３］ 及 Ｉｓｔａｎｂｕｌｌｕｏｇｌｕ 等

人［１１８］通过分析和定量化方法研究了植被对河道地形演变阈值的影响。
由于地貌、植被自身及两者相互作用的复杂性，它们之间的相互响应机制一直是地貌学和生态系统生态

学研究的热点［１１９］。 但目前为止，大多数地貌⁃植被的研究仍采取静态的研究方法，而且多为定性分析，地貌过

程与植被响应过程的内部机理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国内大多数地貌⁃植被的研究集中在海拔梯度垂直带的划

分及多样性的分布格局上［１２０—１３１］，这实际上是地表形态上大的起伏改变了温度和土壤条件等，从而形成了现

代地貌⁃植被关系。 而地形大的起伏形态对环境因子的改变通常以地史的时间来计量，远远超过植物生命史

的时间周期［１８］。 当然，对群落内部地形的差异与植物分布及种子雨格局的关系也逐渐开始了有益的探

索［１３２—１３３］。 目前，在景观、生态系统和群落尺度的植被格局与多样性分析中，地貌的影响作用己经引起国内

外学者的特别关注［１２２，１３４—１３５］。

３　 地貌学与生态系统生态学之间的存在的问题

３．１　 学科间独立性

了解地貌学和生态系统生态学的不同范式对于这两门学科的成功整合具有重要意义，人们期望这两个学

科相互融合、相互交流并发展出真正综合性的全面完整的理论，所以理解这两门学科的平行发展有助于为未

来的研究架起地貌学和生态系统生态学的桥梁，但事实上这两个学科倾向于相对孤立地进行研究，只是在需

要的时候有选择性地从另一门学科中挑选必要的信息和理论片段。
地貌学在探索生态过程方面的许多传统工作仅局限于研究地貌形态或过程如何影响特定物种或物种群

（如鱼类、树木），反之亦然。 而景观特征可能对整个生态系统层面的过程有着深远的影响。 但迄今为止，地
貌学只考虑了群落或生物层面的生态过程，而这些过程并不一定受到地貌的影响。

在生态系统生态学的研究中问题也同样严重。 大量生态学研究都把地貌形态视为静态的，也就是说生态

系统生态学研究中认为自然景观是生态过程发生的静态模板。 相反，地貌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景观的动态性

质，并量化这些过程发生的时间尺度和贡献程度。 事实上，许多地貌变化发生在与生态变化相当甚至平行的

时空尺度上，从而使生态系统研究中的生物和非生物过程成为可变的，而不是静态参数。 所以，在把地貌学和

生态系统生态学联系起来的过程中，生态系统生态学和地貌学对自然景观的看法出现了根本上的差别。
人们试图把地貌学和生态系统生态学结合起来，目前最典型的结合案例是 Ｔｈｏｍｓ 和 Ｐａｒｓｏｎｓ［４１］ 提出的河

流生态系统跨学科研究的框架，在他的研究中生态地貌学将生态学整合到水文和地貌学中，将地貌学和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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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整合到生态中，将水文学整合到生态学和地貌学中，该框架已成功应用于旱地河流系统的水的环境分配。
尽管如此，这种集成仍处于起步阶段。
３．２　 学科间尺度问题

２００５ 年在美国举行的以地貌和生态系统为主题的专题讨论会上，多次出现与选择适当的研究尺度和分

析尺度有关的问题。 所以，地貌学与生态系统生态学耦合研究中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尺度问题。 在设计

研究和收集数据及模型开发和选择、数据可用性和质量等问题上尺度也是一个关键问题［１３６］。 Ｐｏｓｔ 等人［３９］讨

论了尺度在地貌学和生态系统生态学中是如何被考虑的。 Ｐａｒｓｏｎｓ 和 Ｔｈｏｍｓ［１３６］ 通过对河流生态系统层次过

程的分析来解决尺度问题。 在 Ｄｏｌｌａｒ 等人［１３７］ 提出的概念模型中层次结构也起着重要作用。 ＭｃＴａｉｎｓｈ 和

Ｓｔｒｏｎｇ［４５］在研究风沙侵蚀时探讨了过程的空间尺度化问题，Ｂｏｒｋ 等人［１３８—１３９］在各种时间尺度上研究了人为的

土壤侵蚀。
虽然一些尺度上的相互作用已经得到了很好的研究，例如，在几年到几十年的时间尺度上，植被对侵蚀或

河流迁移的影响。 然而，在某些非常小的尺度（亚米）和非常大的尺度（大陆）上，地貌和生态系统过程是否联

系在一起、如何联系在一起，以及它们在哪里可能存在潜在的因果关系等问题仍不太好理解。 但是，ＭｃＴａｉｎｓｈ
和 Ｓｔｒｏｎｇ［４５］的研究为如何处理这些问题指出了方向，可以为跨越不同时间和空间尺度的特定过程的研究提供

参考。
综上，尺度问题是地貌学和生态系统生态学中一个常见的问题，是一个值得两门学科都深入研究的问题。

本文认为探索生态系统和地貌过程在不同尺度上的耦合是一个潜在的值得深入研究的领域。
３．３　 学科间局限性

在将地貌学与生态系统生态学结合时会出现很多限制，其中最重要的是：这两个学科的核心和主导性问

题往往是不同的，导致这两个领域朝着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 一个学科的关键问题会引导该学科的主要研究

范式，当多个学科之间的问题或范式汇聚时，学科交叉点上就会出现新的科学见解，如“河流连续体概

念” ［１４０］。 目前，景观生态学与景观演化的耦合研究是生态地貌学研究的热点领域之一，因为这两个领域的研

究都是各自领域的重点，且生态修复也是两个学科研究的另一个共性。
除了关键问题，另一个限制因素是不同学科使用的研究方法不同。 根据前文所述的地貌学和生态系统生

态学的研究历程，发现这两个学科的方法和途径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因此，研究者在充分认识这些相似性后，
可以对两者的耦合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例如利用 ＲＳ 和 ＧＩＳ 进行景观演化和景观生态学的空间分析和

建模。 近年来，随着 ＧＩＳ 和 ＲＳ 技术的进步和应用的扩展，促进了不同学科之间的协作［３４］，但未来这一领域的

研究需要更多地考虑时间尺度及生态学家的预测和建模，从而更充分地为地貌过程建模提供信息。
此外，各学科的数据问题也是不同学科融合研究的限制因素。 作为学科融合的一部分，特别是预测和建

模，对目前在地貌学和生态系统中实际可用的空间和时间数据的确定，将使不同学科了解其他学科使用的数

据集或数据种类。 同时，明确数据的可用性和数据中缺失的部分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也将促进地貌学与生态

系统生态学之间的跨学科研究。
模型作为各学科研究中必不可少的部分，是限制跨学科研究的因素之一。 随着学科数据的增加，对理论

和应用模型的需求也随之增加［１４１］。 然而，许多模型只能用于特定的学科，而其他学科可能不知道该模型的

存在，也不了解这些模型的使用条件和难易程度。 因此，了解两个学科各自常用的模型和特定的模型，是连接

地貌和生态系统生态学的关键方面。
地貌学和生态系统生态学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越来越依赖于如地图、数字图像等图形工具，所以两个学

科之间相互作用的另一个限制是这些图形工具带来的陷阱。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ＧＩＳ 已成为这两个学

科的有力工具。 ＧＩＳ 应用程序能用不同需求的格式回答不同的问题，但对于每个基于 ＧＩＳ 模型的应用程序在

满足模型的数据质量标准和预处理要求的同时，还要根据其输出信息的能力对其进行评估［１４２］。 时空数据质

量差、数据处理引入的误差、模型假设和方法导致的误差等都需要从对结果的潜在影响和决策过程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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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评估。 不同学科通过各自学科的研究提供了综合的概念、模型和评估工具［１４３］，而基于 ＧＩＳ 的模型可能

会过度扩展对基础流程的真正理解，因此模型的选择会影响结果，从而给决策者带来一种错误的预测。 所以

地貌学家和生态学家在加强科学家、自然资源管理者、决策者和其他相关者之间的沟通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而耦合生态地貌模型的准确性也一直是研究的重点。

４　 结论和展望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可以看作是地貌学与生态系统生态学之间联系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在此之前，关于生

态系统生态学和地貌学之间联系的科学论述主要集中在描述上。 之后，由于景观生态学和地貌过程实地测量

的出现和测量、解释、预测能力的提高，开始了重要的概念性进展。 对地表侵蚀、物质运动和景观演化的预测，
已经在精细尺度上实现了从实证研究到基于物理机制的模型操作，但由于各种技术的限制还不能够成功地将

小型地块和个体生物的机械建模提升到景观尺度。 同时，对于地貌与生态系统中最重要的植被之间的反馈关

系，目前的理解也不完整。 植被与地貌之间存在着丰富的联系，但因果关系却受到诸多因素的干扰，所以需要

在各种环境条件下构建、校准和测试这些关系，如比较单个山坡的山脊顶部和塌积洼地上的植被类型、比较同

一流域内不同坡面的影响及不同生态区域之间的联系等。
从发展历程来看，地貌学和生态系统生态学是平行发展的，两个学科之间有着明显的相似性。 许多地貌

过程与生态系统过程在相似的时空尺度上同时发生，从而使两者相互依赖。 地貌学在控制许多生态系统过程

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反过来，生态系统又对许多地貌形态和过程产生深远的影响。 虽然两个学科是共同进

化的，但对这些反馈的理解和量化才刚刚开始，需要寻找新的指标和度量标准来描述这些交互作用，并在不同

的空间和时间尺度上为它们建模。 同时，加强空间分析与地理信息系统的联系，如利用 ＧＩＳ 来研究连通性、距
离衰减函数、形状分析、边缘粗糙度及模式之间的关联等。

最近的研究聚焦于植被和坡面地貌的双向相互作用上，由于两者受各种混杂因素（时空尺度、位置、非线

性、阈值、反馈）的影响，因此很难建立因果联系［１４４］。 此外，两者的相互作用还受全球因素和当地环境历史的

综合控制，对于不同区域的每一个景观都有来自生物物理和人类活动的影响，但由于生物过程和物理过程的

内在耦合，不存在明确的时间尺度来理解植被和地貌之间的联系。 不同区域由于局部事件的历史遗留导致差

异加剧，而全球控制则导致趋同。 因此，未来应集中考虑增加模型、概念和研究的普遍性和通用性，并减少考

虑变量和因素的数量，而不是寻求确定性模型来描述所有复杂的景观。 未来应继续完善精细尺度的确定性模

型，但需要探索如何将这些结果扩展到不同的尺度。
地貌学是研究地表形态科学的统称，具有环境、资源、社会经济众多属性［１］，生态系统生态学是研究生态

系统的结构、功能、过程及其相互作用的科学。 生态地貌学是目前影响人类生存环境和生产资源最紧迫的科

学之一，是一门将生态与地貌相结合研究的科学，其研究内容包含了地貌学、生态系统生态学及两者间的相互

作用。 但目前，生态地貌学仍然属于探索性学科，探索生态系统和地貌过程的耦合、景观生态学与景观演化模

型的耦合，探索山水林田湖草作为一个生命共同体如何运转、如何开展不同类型的生态修复等问题，这些都是

重要的前沿课题，需要对地貌和生态系统进行深入了解。
对于地貌学和生态系统生态学，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将这两个学科连接起来，并通过空间和时间进行过去

的反演和未来的预测。 预测作用对于生态恢复和管理是至关重要的，土壤和有机质的侵蚀［１４５］，河流生态恢

复［３１］和海滩修复［３２］等研究，都说明了科学认知现状与管理界需求之间的动态张力。 对于研究界来说，恢复

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因为它不但要理解这两个学科的科学，还需要在预测和建模耦合系统时达到一定的

精度和准确性。 地貌学家和生态学家已经发展出通过概念模型定性地对管理行为进行预测的能力，但将这些

扩展到定量预测仍然是一个重大挑战。
此外，在将两个学科进行融合时仍存在很多问题，因此弄清楚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和依赖、反馈关

系，对于两个学科的融合至关重要。 随着时间的推移，扩展和预测生态系统过程，并预测这些过程可能对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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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影响，以及地貌变化后生态系统的反馈作用将是交叉学科最大的挑战。 因此，加强对生态地貌学的研

究对于维持生态平衡，保护生态多样性，制定合理地生态修复策略及预测地球上生态系统的未来状态，并制定

有效的管理和预防措施，都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 １ ］　 申元村， 程维明． 生态地貌学研究体系及其功能提升探讨． 地理研究， ２０１９， ３８（２）： ３４８⁃３５６．
［ ２ ］ 　 ＴＨмофеев Д Ａ， 刘吉成． 生态地貌学的研究对象、目的和任务． 地质科技动态， １９９２， （１）： ３９⁃４１．
［ ３ ］ 　 程维明， 周成虎， 李炳元， 申元村． 中国地貌区划理论与分区体系研究． 地理学报， ２０１９， ７４（５）： ８３９⁃８５６．
［ ４ ］ 　 王聪， 伍星， 傅伯杰， 韩兴国， 陈亚宁， 王克林， 周华坤， 冯晓明， 李宗善． 重点脆弱生态区生态恢复模式现状与发展方向． 生态学报，

２０１９， ３９（２０）： ７３３３⁃７３４３．
［ ５ ］ 　 Ｒｅｎｓｃｈｌｅｒ Ｃ Ｓ， Ｄｏｙｌｅ Ｍ Ｗ， Ｔｈｏｍｓ Ｍ． 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ｋｅｙｓ ｆｏｒ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ｉｎ ｂｒｉｄｇｉｎｇ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 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７， ８９（１ ／ ２）： １⁃８．
［ ６ ］ 　 丁锡祉． 城市生态地貌学———介绍地貌学的一个新分支． 云南地理环境研究， １９９０， ２（２）： ４２⁃４７．
［ ７ ］ 　 周成虎． 地貌学辞典． 北京：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２００６： ５０⁃５３．
［ ８ ］ 　 Ｌｅｏｐｏｌｄ Ｌ Ｂ， Ｍａｄｄｏｃｋ Ｊｒ Ｔ． Ｔｈｅ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 ｏｆ Ｓｔｒｅａｍ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ａｎｄ Ｓｏｍｅ Ｐｈｙｓ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Ｓｔａｔｅ： Ｕ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Ｏｆｆｉｃｅ， １９５３．
［ ９ ］ 　 Ｗｏｌｍａｎ Ｍ Ｇ， Ｌｅｏｐｏｌｄ Ｌ Ｂ． Ｒｉｖｅｒ Ｆｌｏｏｄ Ｐｌａｉｎｓ： Ｓｏｍ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Ｕ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Ｏｆｆｉｃｅ， １９５７：

８７⁃１０９．
［１０］ 　 张根寿． 现代地貌学． 北京： 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 ６８⁃７２．
［１１］ 　 Ｔａｍｕｒａ Ｔ． Ｌａｎｄｆｏｒｍ⁃ｓｏｉ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ｕｍｉ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ｈｉｌｌｓ． Ｐｅｄｏｌｏｇｉｓｔ， １９８７， ３１（２）： １３５⁃１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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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Ｔａｍｕｒａ Ｔ． Ｍｉｃｒｏ⁃ｌａｎｄｆｏｒｍ ｕｎｉｔ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ｎｇ ａ ｖａｌｌｅｙ⁃ｈｅａｄ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ｉｃ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ｈｏｋｕ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１９７４， ２６（４）： １８９⁃１９９．
［１４］ 　 Ｋｉｋｕｃｈｉ Ｔ， Ｍｉｕｒａ Ｏ．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ｍｉｃｒｏ⁃ｓｃａｌｅ ｌａｎｄｆｏｒｍｓ ｉｎ ｈｉｌｌｙ ｌ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 １９９３， １０６（２）：１４７⁃１５４．
［１５］ 　 Ｂｒｙａｎ Ｒ Ｂ． Ｓｏｉｌ ｅｒｏｄ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ｅｒｏｓｉｏｎ ｏｎ ｈｉｌｌｓｌｏｐｅ． 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０， ３２（３ ／ ４）： ３８５⁃４１５．
［１６］ 　 Ｃｏｒｅｎｂｌｉｔ Ｄ， Ｓｔｅｉｇｅｒ Ｊ．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ａ ｍａｊｏｒ 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 ｏｆ 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ｏｗａｒ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Ｅａｒｔｈ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Ｌａｎｄｆｏｒｍｓ， ２００９， ３４（６）： ８９１⁃８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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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０３， ３１： ２４９⁃２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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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ｏｌｏｃｅｎ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Ｌｅｔｔｅｒｓ， １９９９， ２６（１４）： ２０３７⁃２０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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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Ｍｅｙｂｅｃｋ Ｍ， Ｖöｒöｓｍａｒｔｙ Ｃ Ｊ．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ｏｆ ｒｉｖｅｒ ａｎｄ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ｂａｓｉ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ｆｒｏｍ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 ／ Ｋａｂａｔ Ｐ， ｅｄ．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Ｗａｔｅｒ， Ｈｕｍａ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 Ｎｅｗ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Ｖｅｒｌａｇ， ２００４： ２９７⁃４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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